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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文化带回来∗

———文化社会学的启示

钱力成

提要：基于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本文厘清并分析了“政治文化”这一内
涵复杂的概念。 在不同语境下，政治文化的所指和分析路径包括：强调思想
史和实践模式的“政治传统路径”、强调态度和行为的“政治心理路径”、强调
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路径”以及受文化转向影响的“政治文化路
径”。 通过对“意义”和“意义实践”的强调，文化路径不仅有助于将政治文化
带回社会学的视域，而且有助于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新发展。

关键词：政治文化　 政治传统　 政治心理　 政治社会　 文化社会学

一、引　 言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诸多术语中，“政治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面

向的概念，在不同语境和学科视角下常被用来指代不同，甚至迥异的事

物。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受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Ａｌｍｏｎｄ
＆ Ｖｅｒｂａ， １９６３）所著《公民文化》（Ｔｈｅ Ｃｉｖ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一书的影响，政治

文化研究在西方政治学领域取得了议题合法性，成为比较政治学的重

要内容。 与政治学相比，政治文化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相对失语。 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受文化转向影响，社会学家萨默斯 （ Ｍａｇａｒｅｔ
Ｓｏｍｅｒｓ）和贝勒津（Ｍａｂｅｌ Ｂｅｒｅｚｉｎ）分别在《社会学理论》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和《社会学年鉴》（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两本期刊上撰文，
系统回顾了西方有关政治和文化的研究 （ Ｂｅｒｅｚｉｎ， １９９７ｂ； 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９５），使得“政治文化”重新吸引了社会学家的关注。

与西方类似，中国社会学界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也并不充分。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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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的数据，以“政治文化”为篇名和关

键词的社会学文章数量十分有限。 最近提醒我们关注政治文化的较为

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来自应星。 在回顾了既有中国革命研究的文献后，
应星（２０１６）认为：“我们的焦点总是放在权力、技术之间的较量，但在

这种较量背后人的因素、政治文化的因素却被遮蔽了”。 从这个意义

上说，本文对“政治文化”理论的系统梳理正是要厘清政治文化这一

“内涵相当含混、谱系甚为复杂” （应星，２０１６），但又极其重要的概念，
并将其带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视域。

在以下段落中，我将首先简要辨析“政治文化”和“政治” “文化”
概念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梳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 基于中西方

文献的综合分析，我将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分为四类，即政治传统、政
治心理、政治社会和政治文化路径。 目前社会科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

主要采用政治学领域的政治心理路径。 在此背景下，以意义和意义实

践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不仅能将“文化”重新带回政治文化研究，而且

有利于将“政治文化”带回社会学研究的视域，重塑该议题在社会学中

的合法性，并最终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

二、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 在《以政治

为业》的演讲中，韦伯一开始便指出政治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包含

任何独立的领导行为（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４）。 韦伯所说的“领导行为”也即那

些在国家或群体层面试图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行为（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４）。 如果说这个定义还略显含混的话，那么韦伯在该演讲中所涉

及的主题，如国家、支配类型、合法性、职业政治家和政党角色等，则大

致勾勒出了他心中政治的轮廓。 当然，在福柯和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下，
“政治”一词的含义超越了韦伯所说的领域；政治可以通过“权力的毛

细血管作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福柯，２０１２）。 以福柯为代

表的这一思潮尽管有其启发性，但总体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谈

到“政治”一词时心中的轮廓大概仍类似于韦伯的论述。
相比“政治”，“文化”一词的含义就更宽泛了。 对“文化”最广义

的理解来自泰勒（Ｅｄｗａｒｄ Ｔｙｌｏｒ）。 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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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生活能力和习惯的总

和（Ｔｙｌｏｒ， １９２４）。 就此而言，泰勒理解的“文化”无所不包，但却因其

宽泛性而不易成为经验社会的分析起点。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里，马克

思将“文化”归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马克思，
２００４），这个观点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尤为巨大。 除此之外，在现代社会

学思潮中，帕森斯对文化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帕森斯看来，文化

是一个独立的、关于价值（ｖａｌｕｅ）的系统，这个系统在功能上与其他社

会系统互动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行动者通过对价值的内化而成为

系统构成的一部分（Ｐａｒｓｏｎｓ， １９６８）。 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在当今学界，
文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意义之网” （Ｇｅｅｒｔｚ， １９７３），或一种提供行

动者资源的意义“工具箱” （ ｔｏｏｌ ｋｉｔ） （Ｓｗｉｄｌｅｒ， １９８６）。 “文化”概念所

包含的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和象征维度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尽管“政治”和“文化”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其模糊性，但在

所有理解中，有一个预设是很多理论解释的基础，即政治和文化是两个

独立的系统和领域。 政治是“硬”的，文化是“软”的；政治是主导的，文
化是附庸的。 用贝勒津的话说，当我们谈政治与文化（而非“政治文

化”）时，我们假设了两个独立的社会系统，文化主题有时会被动员起

来以服务于政治（研究），而有时不会（Ｂｅｒｅｚｉｎ， １９９７ｂ）。 在此观念的

影响下，政治文化常被定义为那些“硬”的政治、制度或体系所无法解

释的剩余类别（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或者说是囊括了那些政治本身无法

解释的因素的黑箱。
与“剩余类别”的理解和定义不同，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研究

强调政治本身的文化维度，或者说政治与文化的互构关系。 就此意义而

言，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这几个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对体系边界和独立

性的假设，而这也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中各路径之间的重要区别。

三、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历史背景与理论脉络

尽管不同学科视角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常大相径庭，但根据笔者对

中西方相关文献的分析，现有政治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政治

传统路径、政治心理路径、政治社会路径和政治文化路径。 在以下段落

中，我将以这些路径为框架，联系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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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进行梳理。

（一）政治传统路径：思想史与实践模式

政治传统路径是所有政治文化研究中最为古典的路径，也与“古
圣先贤”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联系最为紧密，强调某个政治共同体

对其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的思考或总结。 称其为

传统，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或实践模式，一旦以“政治文化”来指称，就
意味着它们经过相当时间的历史变迁后被认可为所属政治共同体的特

征。 例如，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中国的儒家治国理念都可以看作政

治传统路径下的政治文化。 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来说，法国大革命是

其近代政治文化思想变迁的一个关键节点。 根据奥利克 （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Ｏｌｉｃｋ）和欧梅琴科（Ｔａｔｉａｎａ Ｏｍｅｌｔｃｈｅｎｋｏ）的观点（Ｏｌｉｃｋ ＆ Ｏｍｅｌｔ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当第三等级（Ｔｉｅｒｓ éｔａｔ）在法国大革命中喊出了“我们才是人

民”（Ｗ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的口号，几个世纪以来以君主为基础的“朕即

国家”的政治权力观被改变了。 自此，政治权力和国家合法性来源于

社会而非皇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这也在韦伯对合法性支配的论

述中得到了体现。 奥利克和欧梅琴科认为，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

表并由涂尔干发展的人民宗教（ｃｉｖｉ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集体表象理论进一步

探讨了社会团结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与“我们才是人民”的观点共同成

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Ｏｌｉｃｋ ＆ Ｏｍｅｌｔ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
与奥利克和欧梅琴科的观点略有不同，萨默斯认为，现代政治文化研究

代表了盎格鲁—美利坚公民理论（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ｏｒｙ）的
传统（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９５）。 这种传统最先起源于 １７ 世纪约翰·洛克的思想，
即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社会契约

才成立。① 与此同时，萨默斯还认为这种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也体现在

更为一般的自由体制之中（Ｓｏｍｅｒｓ，１９９５），也即一种政治实践的总结。
尽管学者们对政治传统的源头和理论意涵的论述各有侧重，但其

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政治权力及合法性应该来自于社会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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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认可，而非君权。 这种思想和实践传统既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

体现，也通过法国大革命被现代社会所熟知和认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
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变革，特别是“现代历史”的到来，无疑是当

代西方政治传统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虽然政治传统路径为当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但这一路径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如萨默斯所说，现代（西方）政
治文化代表了盎格鲁—美利坚传统（Ｓｏｍｅｒｓ，１９９５）。 作为一种元叙事

（ｍｅｔ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它无疑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倾向性。 当然，以现

代历史观来看，以卢梭、孟德斯鸠、洛克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相对

于“朕即国家”的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这些思想本身也具有奠基性的重

要价值。

（二）政治心理路径：态度与行为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以来，政治心理路径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进入

历史舞台。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社会氛围的影响，西方这一时期

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关注两个问题，即“社会稳定如何可能”以及“为
何有些社会走向自由体制而有些没有”。 针对这些问题，政治传统路

径似乎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阿尔蒙德和维

巴为代表的政治心理路径开始崛起并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
事实上，直到今天，在西方或中国的政治学领域，学者们所说的“政治

文化”主要还是政治心理路径。
与政治传统路径相比，政治心理路径更为强调政治态度、政治信

任、国民性、人格等心理和行为性因素在解释政治体制方面的作用。 对

这些因素的强调也使得“政治文化”成功地进入了实证研究特别是定

量研究的领域。 以《公民文化》一书为例，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美

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对比研究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公民

文化”有效地促进了美英两国自由体制的形成 （ Ａｌｍｏｎｄ ＆ Ｖｅｒｂａ，
１９６３）。 在此研究中，公民文化被约等于政治文化，也即那些关于政治

系统的态度倾向。 此外，阿尔蒙德和维巴还把政治文化分成三类，分别

是村民型（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臣民型（ｓｕｂｊｅｃｔ）和参与型（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① 在村

民型政治文化中，政治没有被看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墨西哥和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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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臣民型文化中，个体清楚地知晓政治系统的存在但在政治上仍

相对消极（德国）；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市民们对他们在政治中的

角色和责任有很强的认知（美国和英国）。 在阿尔蒙德和维巴看来，参
与型政治文化无疑是最适合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发展的 （Ａｌｍｏｎｄ ＆
Ｖｅｒｂａ， １９６３）。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论不仅使“政治文化”研究在当时

的西方政治学领域获得了议题合法性，而且使其成为比较政治学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包括后来

扛过政治文化研究大旗的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ｒ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尽管英格尔

哈特在研究中更为强调人际信任、政治满意度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 １９８８），因而部分涉及了政治社会路径，但其研究方法在总

体上与阿尔蒙德和维巴非常相似。
政治心理路径对态度和行为因素的强调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除了

二战后的历史背景，帕森斯在当时美国学界的影响和欧洲学界的国民

性研究都对政治心理路径的崛起产生了促进作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美国是帕森斯宏观社会理论的天下。 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秩序是

由不同系统组成和维系的（ＡＧＩＬ 模型），而文化在其中是一种由规范、
价值和态度所组成的系统。 通过社会化，这种文化系统内化为行动者

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并维持了社会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１９６８）。 与此同时，欧洲在二战后的反思，特别是对产生德国法西斯政

权的反思进一步促进了国民性研究的发展。 例如，阿多诺（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Ａｄｏｒｎｏ）等学者的研究就认为德国的家庭结构促使了 “权威人格”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的形成，而这种人格又促进了德国纳粹时期

权威政治的产生（Ａｄｏｒｎｏ ｅｔ ａｌ．， １９５０）。 在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当
时的政治文化研究强调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等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心理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无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

在成就之外，其路径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强调人格、国民性等

因素的作用，政治心理路径隐含了这样一个预设，即“落后”国家之所

以落后，是其落后的国民性造成的。 这种预设不仅在实证研究上站不

住脚，而且由于其价值观上的偏颇遭受批评。 其次，在方法论上，由于

这一路径强调人格、心理等因素，其解释的对象又是宏大的政治体系，
因此有产生论证错位的可能，其用“国民性”来解释“国家性”或“政治

性”也存在循环论证（ ｔａｕｔｏｌｏｇｙ）的危险。 此外，在文化转向发生后，政
治心理路径由于强调态度、人格这些 “人头脑里的东西” （ Ｏｌｉｃ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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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ｅｌｔ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而忽略了意义、符号、象征等要素，因此也被批评为

是一种没有“文化”的政治文化研究，成为了一种“政治心理学”（Ｏｌｉｃｋ
＆ Ｏｍｅｌｔ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

（三）政治社会路径：社会与公共领域

在政治心理路径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后，政治文化研究经

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
这与当时的世界局势（包括东欧剧变、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等影响）是分

不开的。 但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理论脉络不同，这一时期的“政治文

化”研究不再过分强调心理，转而投向了社会的领域。
顾名思义，政治社会路径强调社会性因素（如社会组织、公共领

域、社会资本等）的重要作用。 结合时代背景，这一路径尤其强调这些

因素对于维持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的影响。 需要承认的是，政治社会

路径所强调的社会资本和政治心理路径所说的个体信任、公民文化

（ｃｉｖ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等具有很强的关联。 但是，这两个路径存在一个本质的

区别，即政治社会路径所提到的社会性因素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层面，是
外在于个体、外在于“人头脑里的东西”的社会力量。 这也是政治社会

路径的核心特点。
如果说帕森斯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

家，那么哈贝马斯无疑是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

重要学者了。 哈贝马斯眼里的“政治文化”大致对应于资产阶级理性

（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９５），特别是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外的那些咖啡馆、沙龙、
公共空间等组成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自

由、理性地发表意见，进行交往和沟通，而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维持

一个自由体制至关重要的因素（哈贝马斯，１９９９）。
在政治学领域，帕特南（Ｒｏｂｅｒｔ Ｐｕｔｎａｍ）是政治社会路径的代表学

者。 通过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帕特

南提出：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因素是一个成熟和稳定的民主体制

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 此外，在《独自打保龄》一
书（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５）中，帕特南还研究了当时美国社区参与度下降、人们

不关注公共话题和公共生活的现象。 帕特南认为，公共参与（ ｃｉｖ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网络和规范对代议制政府的表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换言之，一个好的、稳定的代议制政府必然需要好的、充分的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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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区生活。
除了哈贝马斯和帕特南，亚历山大（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的著作《公

民领域》（２００６）也部分体现了政治社会的路径。 在此书中，亚历山大

分别谈到了公民领域与社会理论的关系、公民领域的结构、社会运动和

公民领域的整合方式（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等议题。 亚历山大关心

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涂尔干式的发问，即社会团结如何可能。 对这一问

题， 亚 历 山 大 认 为， 公 民 领 域 的 整 合 方 式 可 分 为 三 种： 同 化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并存（ｈｙｐｈｅｎａｔｉｏｎ）和多元文化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亚历山大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可以也应该成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基石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２００６）。①

尽管政治社会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但这一路径也受到不少批评和挑战。 首先，此路径下的核心论点

（即社会和公共领域是稳定民主体制的基石）受到了经验研究的挑战。
例如，杰克曼和米勒的研究就发现公民文化、信任与民主的促进关系在

统计上并不显著（Ｊａｃｋｍａｎ ＆ 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６）。 这挑战了帕特南的核心观

点。 与此同时，通过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较历史分析，莱利（Ｄｙｌａｎ
Ｒｉｌｅｙ）发现社会和公共领域并不一定会带来稳定的民主，在有些情况

下可能会导致威权体制（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的出现（Ｒｉｌｅｙ，
２００５）。 政治社会路径受到的第二个重要批评是：用萨默斯的话来说，
尽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涉及到了半制度性的因素，但在本质上

公共领域来源于私人领域，因而是反政治的（ ａｎｔｉ⁃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萨默斯由

此认为哈贝马斯和帕森斯的理论都是既不 “政治” 也不 “文化” 的

（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９５）。 第三，政治社会路径在论证逻辑上同样有循环论证

的嫌疑，即稳定的民主政体是由民主的社会所组成的。 此外，还有一些

零星的批评来自于和政治心理路径相同的批评者，即政治社会路径预

设了线性历史和“现代化”目的论的理论前提。 这些质疑的声音在文

化转向之后变得更为清晰。

（四）政治文化路径：文化转向及影响

相比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政治文化路径更加强调

意义、符号、理解以及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相互构成，这也成为该路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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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历山大的理论也涉及政治文化路径，这点将在下文详述。



核心特点。
总体而言，政治文化路径受社会科学界文化转向的影响十分明显。

当然，文化转向并不是凭空发生的。 就其历史背景而言，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对种族、阶级、性别等认同政治的强调促进

了学界对行动者如何理解政治的关注。 在理论上，由于以自然科学为

范本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愈发暴露出其缺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

也在寻找新的出路。 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

始掀起了一股以强调文化、意义和符号为特点的学术潮流，也即“文化

转向”。 从学科上来说，文化转向受到了人类学、新社会文化史等多方

面的影响。 例如，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强调行动者生活在一

个“意义之网”之中（Ｇｅｅｒｔｚ， １９７３），一个眨眼动作的意义有赖于动作

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互动解读：它可以是某人的眼中进了沙子，也可以意

味着使眼色，甚至可以意味着调情。 换言之，对意义的解读成为理解行

为的关键。 另外，该时期的文化社会学摆脱了帕森斯把文化约等于价

值观、规范等外在于政治的系统的观点。 例如， 斯威德勒 （ Ａｎｎ
Ｓｗｉｄｌｅｒ）认为文化实际上更像一个由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技巧（ｓｋｉｌｌｓ）、风格

（ｓｔｙｌｅｓ）等组成的“工具箱”（ｔｏｏｌ ｋｉｔ）或剧目（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行动者用其建

构行动策略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 Ｓｗｉｄｌｅｒ， １９８６）。 此外，亚历山大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和他的同事更是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的强范式（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强调文化作为“解释项”（而非被解释项）
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力（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 Ｓｍｉｔｈ， ２００２），因而把文化放到了一

个更为中心的地位。
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此路径的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符号和

意义的解读。 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便是此

路径的代表（Ｈｕｎｔ， １９８４）。 与很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不同，亨特在此

书中强调的并不是大革命的起源和后果，而更关注革命过程和经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以及政治文化如何影响人们对革命的动员、
感知和其他革命行为。 例如，在大革命的温和阶段，革命者会利用玛丽

安（Ｍａｒｉａｎｎｅ）这一代表自由、非暴力的女性符号来进行革命动员和象

征，而在大革命的高潮阶段，革命者则会使用好斗、男性气质极强的大

力神（Ｈｅｒｃｕｌｅｓ）形象来代表革命。 当然，亨特在其书的后半部分也分

析了不同地区对革命及其意义的解读如何有别。 从这些角度来说，政
治文化在亨特的书中不仅是被大革命所“反映”的，也不仅是大革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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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而恰恰是大革命本身。 换言之，亨特研究的是大革命本身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权力诗学”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Ｈｕｎｔ， １９８４）。 除此之外，在历史社会学家斯泰因梅

茨（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编辑出版的《国家 ／文化：文化转向后的国家形

成》一书（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１９９９）中，布迪厄、福柯、亚当斯（Ｊｕｌｉａ Ａｄａｍｓ）、迈
耶（Ｊｏｈｎ Ｍｅｙｅｒ）、戈尔斯基（Ｐｈｉｌｉｐ Ｇｏｒｓｋｉ）等学者的作品也强调了作为

文化现象的国家形成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斯泰因梅茨在文中还特别

驳斥了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对国民性和政治态度的强调（也即政治心

理的路径）。 除此之外，邦内尔（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Ｂｏｎｎｅｌｌ）对苏联时期宣传画和

权力图像学（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的研究（Ｂｏｎｎｅｌｌ， １９９７）以及贝勒津

对法西斯如何塑造自我概念的研究（Ｂｅｒｅｚｉｎ， １９９７ａ）等都是当代社会

学家研究政治文化的代表作。
此外，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研究也体现了文化转向的影响。 根据

豪尔（Ｐｅｔｅｒ Ｈａｌｌ）和泰勒（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Ｔａｙｌｏｒ）的观点，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认为组织使用和保留某些制度形式与程序（如某些神话与仪式）并非

是因为这些形式最有效率，而是因为其文化内涵；制度在此不仅包括正

式规则和程序，也包括意义框架和道德模板等（Ｈａｌｌ ＆ Ｔａｙｌｏｒ， １９９６）。
迪马吉奥（Ｐａｕｌ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鲍威尔（Ｗａｌｔｅｒ Ｐｏｗｅｌｌ）对组织变迁与制度

同构化（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的研究（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３）、道
宾（Ｆｒａｎｋ Ｄｏｂｂｉｎ）对英、美、法三国铁路发展政策与文化国家观和市场

观的分析（Ｄｏｂｂｉｎ， １９９４）、迈耶关于全球文化传播对国家机构同构化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的研究（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９）等都是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作，也都

充分说明了政治和制度本身就有其文化的一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的社会表演（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理论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对这一理论的分析也涉及学者们对上述文

化取向的批评。 由于政治文化路径，特别是文化和语言转向下的研究

特别强调对符号和话语的诠释，批评者认为这存在着把符号政治和“真
的”政治割裂开来的危险。 用亚历山大的话来说，实践理论家（ｐｒａｘｉｓ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往往忽视社会行动的文本性，而诠释论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又常会

对理念所产生的物质和真实世界视而不见。 为了解决这个困局，亚历

山大提出了 “文化实践论”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① 在分析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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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园园、徐冰也将其翻译为“文化语用学”（见亚历山大，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ｄｅｃｏｄｅ） 文本情境的同时也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及其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 在回顾先前理论的基础上，亚历山大强调社会表演是否成

功在于以下元素能否在一个社会中有机再融合（ ｒｅ⁃ｆｕｓｉｏｎ），这些元素

包括集体表象系统、行动者、观众、符号生产方式、场景（Ｍｉｓｅ⁃ｅｎ⁃ｓｃｅｎｅ）
和社会权力等。

综上所述，政治传统路径和传统的思想史或实践模式分析更为接

近，而政治心理路径基本定义了政治学语境中的“政治文化”研究。 社

会学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更多采用政治社会和政治文化路径。 当

然，由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议题和方法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能在

很多定量社会学研究中看到政治心理路径下的政治文化研究。 尽管这

些路径各有其创新和理论意义，但它们也存在着局限。 例如，政治传

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都存在价值预设、循环论证等缺憾。 与此

同时，由于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很大程度上把对政治体系的解释

归因于个体心理或独立于政治的“社会”领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恰恰

忽略了“文化”本身的意义。

四、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西方影响、本土语境与学科视角

中国学界的政治文化研究受到西方理论与本土语境的双重影响，
并体现了政治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之间的学科张力。 以下，本文将分

析中国知网和高校图书馆搜索所得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特别是 １５６ 本

以政治文化为题的中文专著），①梳理和总结中国学界在政治文化研究

四个路径上的学术成果，并讨论西方理论、本土语境和学科视角对该研

究领域的影响。

（一）政治传统路径：诸子思想与革命传统

与西方情况类似，政治传统路径是最能体现某个社会“本土语境”
的政治文化研究。 在中国语境中，大部分对“政治文化”的宽泛使用都

涉及了“传统”路径，尤其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分析。 例如，在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余英时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明代理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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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专著的数据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展的脉络及其与当时政治氛围的关系（余英时，２００８）。 金观涛、刘青

峰（２０１１）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

变》一书中具体分析了魏晋玄学、隋唐时期儒学的理性化、近代西方的

冲击、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等一系列主题。 通过这些分析，作者进而阐

述了这些思想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影响。 此外，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对政

治传统和思想也多有关注，其研究内容涉及人民主权观念、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的现代化等一系列议题（丛日云、庞金友，２００９；金太军，１９９９；
马庆钰，１９９８；江荣海等，２０１２）。

当然，除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的研

究，政治传统路径下的研究还包括对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实践模式

的思考。 例如，应星在《把革命带回来》一文中论述道：“关于中国革命

的社会学研究的设想是围绕中共政治文化中的阶级政治、民主集中制

和群众路线这三大核心来展开的”（应星，２０１６）。 就这几个核心来说，
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无疑是现当代中共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传

统。 在对安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裴宜理（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ｒｒｙ）直接使用

了“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作为其专著的副标题。 在此书中，裴宜理特

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如何通过“文化置位”和“文化操

控”等方式塑造中国革命的传统（裴宜理，２０１４）。 在《国家政治文化变

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一文中，冯仕政通过对南街村的案例分析，讨
论了“树典型”这一社会动员策略和实践模式，并“揭示了社区制度选

择和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冯仕政，２００９）。 此外，作为革命

传统影响的体现，“单位制”也成为考察中国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极好案

例。 例如，魏昂德（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ｄｅｒ）通过对集体制时期中国工厂权力关

系的研究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详细勾勒了“庇护—依附”关系

和“有原则的任人唯亲”等共产主义组织实践模式（Ｗａｌｄｅｒ， １９８８）。 在

此基础上，中国学界进一步研究了单位制在社会控制、“德治再分配”、
社会福利、“典型动员”等方面的特点和表现（见李路路等，２００９；李猛

等，１９９６；田毅鹏、刘凤文竹，２０１５）。
尽管对中国革命传统的研究主要呼应了“政治传统”取向下的政

治文化研究，但此路径与其他路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例如，冯仕

政在探讨“树典型”实践的同时谈到了政治文化内涵中政治观念和行

为模式的部分。 裴宜理对安源的研究部分涉及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其他

路径。 此外，应星（２０１６）对政治文化的定义也包含了政治正当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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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架构、程序惯例、符号仪式和方法技术等五个方面，涉及了政治文化

研究的不同对象和本文所分析的不同取向。 例如，程序惯例和方法技

术可以看作对政治实践模式的分析，政治正当性既可以通过政治心理

路径，也可以通过文化路径进行分析，组织架构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必然

具有文化的维度，而符号仪式则无疑是政治文化的路径。
总之，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传统路径”一方面强调对古代诸子百家

思想，特别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因此是本土思想脉络的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探讨了中国革命传统等极具本土

特色的议题，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心理路径：政治学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阿尔

蒙德和维巴的研究所奠定的。 中国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对“政治文

化”概念的理解和研究也受此影响。 例如，肖唐镖、余泓波（２０１５）对政

治学领域近 ３０ 年来政治文化研究的综述中就选取了“政治心理” “政
治信任”“政治态度”等作为搜索的关键词。 在葛荃编著、作为教材使

用的《中国政治文化教程》一书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论述道：“我们认

为，在政治学意义上研究政治文化，应该以阿尔蒙德、派伊等人的界定

为基础”（葛荃，２００６：５），①也即本文所说的政治心理路径。 这一特点

也在诸多中国政治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刘彤、柏维春，１９９６；孙
西克，１９８８；王运生，１９９８）。

除了政治学的研究，社会学者，尤其是政治社会学者的研究中也常

涉及政治信任和政治态度的主题。 例如，胡荣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探

讨了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并认为农民对中央或高层政府的信

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偏低（胡荣，２００７）；这个结论也与李

连江的研究有所呼应（Ｌｉ， ２００４）。 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信任这一

经典议题外，社会学家们还探讨了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

的关系（孙昕等，２００７）、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盛智明，２０１３）、
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关系（游宇等，２０１８）、中产阶层政治态度测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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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定义提到的派伊，即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Ｐｙｅ），是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和政治学家，其对中

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也采取了心理学的分析，强调了权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秩序（ ｏｒｄｅｒ）、
等级（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等元素的重要作用（见 Ｐｙｅ，１９９２）。



春玲，２０１１）等议题。
以上作品很好地揭示了中国学界“政治心理路径”研究的特点。

首先，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中国政治学的很多研究都采用了阿尔蒙德

和维巴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政治信任、态度和心理等因素的

作用。 其次，在方法和议题上，中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区

别：政治学在谈及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时，既有规范性（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的

理论探讨和对西方著作的介绍，也有一些经验研究；社会学对“政治心

理路径”下的关键元素（如政治信任）的探讨则以经验研究（特别是量

化研究）为主，其议题多集中在基层选举、社会流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

等方面。 第三，与西方政治心理研究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政治心理路径

下的研究并不是对“二战后社会稳定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思考，而是

嵌入于自身在社会转型、基层自治等时代命题之中。 因此，尽管中国的

政治心理路径受到了西方政治学理论框架的影响，但它也体现了中国

本土语境及相应的时代命题。

（三）政治社会路径：中国研究与社会学

如果说政治心理路径更多出现在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中，那么

强调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路径则更多见于社会学领域。 与政治

心理路径类似，中国学界对政治社会路径下的研究议题也受到了西方

学界，特别是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影响。 具体而言，政治社会

路径下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以原先“中国

研究”领域为代表的对清末至现当代中国社会领域的探讨，另一方面

则是以“社会资本”概念为核心的当代社会学实证研究。
事实上，最早在中国语境下探讨社会领域问题的是来自于西方的

一批汉学家。 例如，兰金（Ｍａｒｙ Ｒａｎｋｉｎ）对晚清浙江公共领域的精英能

动主义的分析（兰金，２００３）、罗威廉（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对晚清汉口地区商

人基于“本地认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而形成的社会领域的探究（罗威

廉，２００３）等都是中国研究视角下的作品。 这些研究大体上认为，在清

代，“随着地方士绅或地方精英日益卷入公共事务以及社会团体的逐

渐扩张，各种地方势力业已呈现出某种独立于国家而维护社会的自主

性”（邓正来，１９９８：９）。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例如，
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ａｋｅｍａｎ）在对罗威廉、史谦德（Ｄａｖｉｄ Ｓｔｒａｎｄ）、兰金等

人研究进行批评时指出，在清末，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类似欧洲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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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领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

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利和责任来理解社会存在的” （魏斐德，２００３）。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哈贝马斯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黄宗智提出

了国家与社会间“第三领域”这一概念。 在黄宗智看来，“‘资产者公共

领域’（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与‘市民社会’等概念，就其被运用于分

析中国时的用法而言，预设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黄宗

智，２００３）。 此外，就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作用问题，学界也存在不同看

法。 例如，赵文词（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ｄｓｅｎ）的研究发现，与以往对社会和公共

领域正面功能的看法不同，社会领域的分裂也可能孕育和加深群体间

的不平等（Ｍａｄｓｅｎ， 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与哈贝马斯和帕特南理论相关，以“社会资本”为核心

概念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主题涉及了劳

动力市场、求职、教育获得、政治参与等多个方面（林南，２０１５；Ｂｉａｎ，
１９９７；张文宏、张莉，２０１２； 胡荣，２００８； 赵延东、洪岩璧，２０１２）。 需要说

明的是，以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与政治文化的

主题并非完全一致。 在西方的脉络中，政治社会路径探讨的核心问题

是什么样的社会有助于维持一个稳定的自由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尽管涉及了政治文化，但在很多方面也涉及

了政治文化之外的议题和领域。

（四）政治文化路径：与文化社会学共同发展

如上文所述，政治文化路径是在西方“文化转向”影响下发展起来

的，其理论脉络强调对意义、符号、话语等方面的“理解”。 由于中国社

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建的，而当时文化转向在西方学界虽已兴

起，但还未能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学科合法性，因此中国社会学在向西方

学习的过程中对文化转向的吸收也较为有限（见 Ｘ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在

为数不多的以文化社会学为题的论文中，周怡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连续发表

了三篇文章，探讨了文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分层的

关系，以及亚历山大有关文化社会学“强范式”（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理论

（周怡，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８），由此将文化社会学的理念介绍到了中文社

会学界。
尽管文化转向和文化社会学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但近年来

中国学界对文化社会学的关注度无疑在不断提高；以文化社会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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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英文作品引介和中国本土研究都不断涌现（见高蕊，２０１５；亚历山

大，２０１５ａ， ２０１５ｂ； 里德，２０１５）。 此外，在体制建设上，中国社会学会

文化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成立，象征着文化社会学在中

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与文化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相似，政治文化路径下的中国政

治文化研究是一个仍待发展和探索的领域。 在笔者搜索的 １５６ 本以

“政治文化”为书名的学术专著中，大部分专著涉及的都是政治传统和

政治心理路径，涉及政治文化路径且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研究的著作十

分有限。① 王海洲的专著《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

析》（２０１０）是中国语境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 此书从象征权力和戏

剧隐喻入手，通过“启幕”“筹策”“展布”“操演”“改编”“刻写”“检阅”
和“落幕”等戏剧隐喻的八个部分具体分析了政治仪式中所展现的权

力生产和再生产。 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该书还以中国国庆阅兵作

为案例分析了中国语境下政治仪式的形态和作用。 由于以阿尔蒙德和

维巴为代表的政治心理路径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占主流地位，此书在讨

论政治文化概念时，依然引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论，把政治文化理

解为“感觉、信念、价值和态度以及它们组成的系统和它们赖以存在的

环境”（王海洲，２０１０：５）。 但事实上，作者所说的“组成系统和赖以存

在的环境”以及书中具体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政治心理的路径而迈向了

文化的视角。 此外，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

播》（２００９）、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 （２００６）等
研究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的路径。 借用李里峰的说法，这些作品是中国

“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新代表作” （李里峰，２０１２）。 另外，一些有关社

会记忆的研究，特别是采用“符号和文本分析”的作品（见钱力成、张翮

翾，２０１５）也涉及了政治文化的路径。
综上所述，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是一个中西方理论和议题

交汇的产物。 首先，由于中国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建的，在其

“补课”的过程中，西方的理论框架和议题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其次，在承认西方影响的同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也有特别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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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而非本文所强调的符号和价值面向。



议题，并体现了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 第三，由于文化转向和文

化社会学对中国学界来说还是相对新兴的领域，因此受其影响的文化

路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见。 但正因如此，以文化社会学为导向的政治

文化研究可以为此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五、迈向文化社会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从意义到意义实践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政治传统、心理，还是社会路径，实际上都忽视

了政治文化中的意义和符号面向。 萨默斯的文章虽然没有概括和评论

本文所提到的所有四个路径，但针对受帕森斯和哈贝马斯影响的政治

文化研究，同样也发出了这些研究既不“政治”也不“文化”的感叹

（Ｓｏｍｅｒｓ， １９９５）。 以下本文结合奥利克（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Ｏｌｉｃｋ）关于意义实践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和里德（ Ｉｓａａｃ Ｒｅｅｄ）关于解读性解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和说明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路

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研究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于文化转向对符号和意义的强调，人们不免产生此类研究是否

只集中在表象和“象征政治”（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层面而无法探究“真的

政治”（ｒｅ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疑问。 针对此问题，奥利克通过其对德国政治文

化和记忆的研究指出，政治文化不仅是利益或认同的静态体现（ｓｔａ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而且是在时间中产生这些认同、利益和意义的过程；政治

符号和意义可以同时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现存认同的表达，以
及定义未来（政治）利益和认同的框架”（Ｏｌｉｃｋ， ２０１６：５０）。 就此而言，
“在很大程度上‘象征’政治和‘真的’政治之间的概念区别并不存在”
（Ｏｌｉｃｋ， ２００６：５０）。 当然，符号、象征也不能回答所有问题，因此奥利克

在其论述中又进一步强调意义实践（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和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
的区别。 在他看来，意义是话语原本的含义和形式（ａｌｌ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而意义实践则是超越意义或话语原本含义的所有解读和使用（ａｌ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ｓｅ）（Ｏｌｉｃｋ， ２００６：５２）。 因此，对意义实践的强调超越了

传统理解中仅对符号、象征和“文本性”的静态强调。 笔者将其翻译为

“意义实践”也正是要强调围绕意义的所有生产、接受、解读、使用和再

生产的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
与文化路径相关的另一质疑是，文化的视角是否只关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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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而非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这也和政治文化研究中人文取

向和科学取向之间的争论相关。 以传统观点来看，解释路径是对社会

事实如何发生的因果解释，是更为客观、科学和可验证的研究方式，而
解读传统由于和研究者所采取的理论视角及其自身位置等因素联系紧

密，因而是不客观的、无法解释因果关系的传统。 该二元视角近年来受

到了不小的挑战。 里德（ Ｉｓａａｃ Ｒｅｅｄ） 在 《解读与社会知识》 （Ｒｅｅｄ，
２０１１）一书中认为，如果无法对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场景进行深入

的解读，那么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便不能被很好地理解。 里德举例

道，利希特曼（Ｐａｕｌ Ｌｉｃｈｔｅｒｍａｎ）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因果性问题，即为何

美国中西部某些宗教组织成功地与其他社区建立联系并因此降低了福

利减少的负面影响，而其他一些类似组织则没有成功。 在回答中，利希

特曼认为不同群体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成员对于“成为群体一分子”
的意义理解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行动（Ｌｉｃｈ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 以利

希特曼的研究为例，里德指出，解释从某种程度而言只是一种重新描述

（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而解读也可以是一种回答因果关系的解释，因此两者

并不是天然矛盾的。
融合并借鉴奥利克和里德的观点，本文所提倡的政治文化路径试

图在原文化转向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关注符号和意义转变为关

注意义实践（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也即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被不断生产、
接受、解读、使用和再生产的过程。 具体而言，以意义实践为核心的政

治文化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不仅关注“符号和象征”（文本性），而且

关注“实践与表演”（实践性）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不仅强调结构的

因素， 而 且 强 调 人 和 社 会 群 体 的 能 动 性。 第 二， 不 将 “ 解 释 ”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与“解读”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进行二元对立，而提倡一种“解
读性解释”的路径；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行动者或社会历史场景才

有可能进行更好的解释。 以这两个维度为参照，政治生活中各种符号

的意义，例如国旗、国歌、博物馆、政治仪式、口号、礼仪、规矩等，都可以

与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大到国家、小到群体或个人）的具体实践结合

起来以达到解读性的解释。 由此可见，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文化

研究不预设“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分离，也不预设“象征”和“实践”
的对立，其核心在于意义实践。

当然，本文对文化路径的强调并非是要反对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

政治社会路径，这三种路径各有其重要意义。 文化路径与这三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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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也并非是互斥的。 恰恰相反，通过对“意义实践”的关注，文化

路径实际上可以和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的研究进行很好的

融合。 例如，政治传统路径所涉及的儒家思想、革命传统等议题，通过

文化路径切入后可以转化为对儒家礼仪规矩的政治身份象征（周飞

舟，２０１５）、政治体系维系、革命口号、社会动员、“典型”的塑造与象征

等议题的分析；政治心理路径所涉及的有关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的议

题，可以被转化为对政治团体或行动者如何基于自身经历或社会历史

条件进行“认同政治”表演、政治合法性象征的研究；而政治社会路径

中有关社会资本和公共领域的议题，可以通过公共领域作为表演场景

（Ｍｉｓｅ⁃ｅｎ⁃ｓｃｅｎｅ）的维度来进行分析；公共领域中各种社团的角色可以

通过符号、实践和表演等框架来具体切入。 就此而言，“意义实践”取
向下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或议题，而是一种研究范式

和视角。 也正因此，文化视角无关问题的大小，可以被运用到无数有关

政治文化的具体研究之中。 它并非只关心表象或“小问题”；通过对意

义和意义实践的强调，文化维度也可以分析那些具有深刻政治历史意

义的“大问题”。 反过来说，文化视角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具

体的人。

六、结　 语

基于对中西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不同语境下的政治文化研究总

结为四个路径，分别是关注思想史和实践经验模式的“政治传统路

径”、以政治态度为分析起点的“政治心理路径”、以社会和公共领域为

分析视角的“政治社会路径”和受文化转向影响的“政治文化路径”。
尽管政治传统、政治心理和政治社会路径对政治文化研究各有

贡献，但“文化”维度所特别强调的意义和意义实践部分却被忽视

了。 本文认为通过对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被不断生产、接受、解读、
使用和再生产过程的解读性解释，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政治文化研

究不仅可以取得“政治文化”在社会学中的议题合法性，而且可以通

过文化路径与中国政治历史“田野”的结合促进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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